
Acemoglu D, De Feo G, De Luca G, et al. War, Socialism, and the Rise of Fascism: an 
Empirical Exploration[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2, 137(2): 1233-1296. 

《战争、社会主义与法西斯的崛起：一项来自意大利的实

证研究》文献阅读笔记 

一、研究动机 

放眼全球，极端右翼思想抬头，世界各地频发政治运动甚至是暴乱，它们严

重威胁着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媒体安全以及国家治理能力。这些政治运动也给

“后疫情”时代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带来了新的挑战。一些学者认为，

这些政治运动与法西斯主义密切相关，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样有可能变得更加暴

力和反民主。在此背景之下，探索战争年代法西斯的崛起及其成因有助于我们理

解今天的世界格局、政治秩序和国际关系，也为识别未来潜在的经济或政治风险

提供新的视角。 

出于上述研究动机，作者提出了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

的动荡与意大利社会主义浪潮有何关系？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崛起是否是一种

对于社会主义“红色恐怖”的回应？如果前面两个问题得到验证，那么社会主义

是通过什么样的内在机制与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发生关联的？最后，以法西斯主义

为代表的极端右翼思想和政权有何长期效应，即它们是否多年来都影响着意大利

社会？ 

二、相关文献与边际贡献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主要有三个类别的文献。 

（一）历史学家的争辩 

第一个是历史学视角的，这也是持续时间最久、双方各执一词、争辩最多的

一类学术讨论。德国历史学家 Ernst·Nolte（1965）以及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

家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提出的理论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对第一次世界大

战后社会主义威胁的反应（Snowden,1972；Lyttelton,2003），他们将一二战之交的

社会主义称为欧洲的“政治创伤”。而完全不认同这种观点的历史学家们则指出，

法西斯支持者的主力军是中产阶级和城市的富商，而他们大多数并未参与和经历

过所谓的“红色恐怖”，不存在法西斯是为了应对社会主义威胁这一说。 



（二）政治经济学视角 

在计量方法引入到社会科学中之后，政治经济学家们开始尝试使用数据探索

法西斯的历史根源。Elazar（2000），Elazar and Lewin（1999），Szymanski （1993）

强调了红色恐慌假说，利用德意两国省级层面的数据验证了社会主义支持、法西

斯暴力和法西斯接管之间的相关性。Brustein（1991）和 Wellhofer（2003）则对

这种解释提出异议，认为这种关联性的内生自选择很严重，也就是说其实是部分

心怀不满的社会主义选民转投法西斯党而引起的。近年来还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

催生法西斯政权的内在机制可能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带来了经济危机和国家债

务。 

（三）媒体与传播学视角 

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兴起后，又有了许多传播学视角对法西斯崛起

的分析。Satyanath 和 Voth（2017）证明了本地人协作的作用，Adena等人（2015）

和 Voigtl（2019）探讨了广播宣传和公开演讲对纳粹支持的影响。Koenig（2020）

发现，退伍军人的言语煽动和关系网络是法西斯和纳粹党支持的一个重要来源。  

（顺便提及，媒介作用是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现在很流行的话题，特别是

在机器学习等技术被广泛应用之后，对报纸或新闻进行文本分析、在社交媒体上

进行“准自然实验”是目前很新颖的研究方法和范式。） 

（四）本文边际贡献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们通过提供可感知的社会主义的威胁对意大利法西斯主

义的崛起至关重要的证据，为历史学的辩论做出了贡献。而比起政治经济学领域

的实证研究，这篇文章使用的是更多更具体信息的城市层面数据，此外，还从新

的角度阐释了社会主义与法西斯崛起之间关联的内在机制。 

三、历史背景 

（一）一战前后的意大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最初，意大利与德国和奥匈帝国属于同盟国，当德、奥

对英法两国宣战，意大利保持中立（客观原因是其军备资源和经济实力在欧洲处

于落后水平，没有打仗的资本），同时，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和国会议员也是反战

的。协约国和同盟国实力相当，双方都希望争取更多盟友。1915 年 5 月英国秘



密邀请意大利签署伦敦密约，承诺战胜后意大利会得到奥匈帝国和巴尔干的大片

领土。在这个诱惑之下，意大利背叛盟友“倒戈”，总理在国王的支持下对奥匈

帝国宣战了。一战中意大利动员了 500万人，死伤 60余万，欠下了 600亿的外

债，战后政治动荡、经济大衰退，军人和工人都强烈谴责此前自由党政府的错误

决策。而一直持有反战立场的左派尤其是社会主义政党得到了极大的支持。1919

（世界的转折点）巴黎和会《凡尔赛合约》的签订重构世界格局，共产国际成立，

意大利的社会主义政党被寄予厚望。 

（二）社会主义 VS.法西斯主义 

意大利社会主义党员主要来自于工会的工人，无产阶级是其中的中坚力量。

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使得部分党员要求在意大利也要出现“布尔什维克”式的

革命。 

不断发生的罢工、游行和起义使工厂和农场都停止工作，经济危机变得愈发

严重。地主和资本家非常失望，中产阶级的生活变得很糟糕。社会主义缺乏钱财

支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久而久之军队和工人内部也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此时，擅长演说和写作的墨索里尼借助宣传和鼓动，拉拢了第一批支持者：城市

中产和富裕的农场主、地主；而农村的无产阶级们则是被威胁和武力强迫，出于

恐惧不得不支持法西斯。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样本观测值：意大利 64 个省的 5775 个城市；重要年份的选举数据（不同政

党得票率）来自意大利国会档案，作者整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士兵伤亡率

的估计使用的是意大利军队的《荣誉榜》（Roll of Honor，意大利军方档案），它

提供了在战争期间死亡的 529028 名武装部队成员的信息（姓名、出生和死亡日

期、出生和死亡地点、所属团、部队、军衔）。这些数据已经由意大利历史和当

代社会研究所（ISTORECO）进行了数字化和网络公开；其他重要的控制变量。

地理变量（市镇对数面积、主要中心的海拔和最高海拔）、人口变量（总人口、

六岁以下人口比例、劳工比例、佃农比例、精英（企业家和租户）比例）、“资产

阶级”（定义为专业人员、白领和店主）比例和识字率来自意大利官方普查与工



业普查数据库（1911、1921、1931）；社会主义发起的罢工运动、法西斯的屠杀

事件、法西斯党支部数量等来自于对当时各党派报纸的手工整理。 
 

关键变量名称（其他后面讲到

再说） 
度量/代理方式 

战争严重程度（IV） 步兵的伤亡人数/该市 6岁以上男性

人口 

社会主义浪潮（核心解释变

量） 
社会主义政党的得票率（1919 年选

举） 

 
 

 
法西斯的势力（被解释变量） 

1920-1922 年间法西斯发起暴力事

件数量 

1921统计到的法西斯党支部数量 

1921选举法西斯的得票率 

1924选举法西斯的得票率 

 

（二）为什么需要找一个工具变量 

1.若直接识别可能的问题 

首先，对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政权的崛起均用选举得票率、相关的活动或

事件的数量等作为代理变量，历史的记载或选票的统计本身会存在测量误差；第

二，在相同或接续的历史阶段中，政权的更替是互相影响的，直接用简洁方程做

回归，逆向因果问题非常严重； 

2.选择步兵伤亡率作为 IV 的原因 

工具变量的选取不是拍脑袋决定的，而是要在大量阅读相关文献并且在对背

景知识十分熟悉之后才能确定。所以，作者往往在引言部分就会对工具变量选取

的理由进行一番定性的描述，重点解释为什么文章中选取的工具变量对被解释变

量没有直接的影响，其中会涉及许多历史背景知识，并辅以一些简单的数据说明。 

对步兵伤亡的估计不包括志愿者和特殊突击部队的伤亡，具有比较好的随机

性和外生性。据统计，步兵的伤亡占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有伤亡人数的 70%以上，

与专业或高度训练的精英战士的伤亡相比，他们与普通意大利人的战争经历有更

直接的关系，而且不太可能受到 “自选择”的影响（如果某些团的部队中有更

高比例的士兵出于对战争和军方有更多的承诺和忠诚度，就会出现自选择偏误）。



这是直觉上的解释，后文将有更细致的讨论和检验。 

（三）第一阶段回归 

这篇文章有一个和大多数实证文章不太一样的地方，也是其亮点之一（也是

Acemoglu常见操作了）：我们看到的多数文章会把 IV 作为解决内生性的一个方

法，诚如其名，工具真的只是工具，会在稳健性检验中的某一节进行讨论，在行

文的安排上先说基准回归如何，再来对比 OLS简约式和 2SLS估计的不同。而这

篇文章首先就把对 IV 的使用以及第一阶段回归单列成章，这并不是“舍本逐末”，

作者给出了理由——一战对国家和人民的重创（characterized by 士兵的伤亡率）

与当时社会主义登上历史舞台本就是一个有趣的、值得关心的问题，所以第一阶

段回归不只是为识别后续的第二阶段主回归做铺垫，它本身揭示的东西也恰恰是

本文很想探索的（war and socialism）。 

如下 Table1，第六列是将各种控制变量与固定效应“应加尽加”了，结果显

示步兵伤亡率与 1919年社会主义党得票率之间的回归系数为 0.1（标准误为 0.01）。

各控制变量都比较常规没有太多需要强调的。有一个是很有意思可以重点看看的，

那就是退伍军人的比例。作者根据出生队列划分退伍军人（青年组与中年组），

我们可以看到退伍军人的系数是显著的，但符号相反：中年组的系数是正的，而

来自年轻一辈的退伍军人的比例与社会主义得票率之间的关系是负的。作者将此

解释为，年长的退伍军人及其家庭在战争中遭受了更多的痛苦，并可能从社会主

义早期复员运动中受益，因此更有可能投票给社会主义。相比之下，年轻退伍军

人没有从早期社会主义活动中受益，并且他们中的一部分比较年轻还不被允许投

票。【但是这里我有一个疑问，如果诚如作者所言，那么应该观察不到年轻的退

伍军人和社会主义支持之间的正相关，可是反而负相关是为何呢？这一点还值得

商榷。】 



 

（四）第二阶段回归 

在表二和表三的所有列中，我们看到 1919 年的社会主义得票率对后来的法

西斯分子的暴力行为有相当大的影响。作者选取的结果变量有 1920 至 1922 年法

西斯党支部的数量、1921 和 1924 的法西斯党选举得票率。加入各种控制变量和

固定效应后，核心系数社会党在 1919 年的激增可能是法西斯暴力总体增长的主

要原因。 



 

 

（五）对工具变量有效性的详细说明 

从模型角度上看，工具变量法需要满足四大检验，分别是：内生性检验（检

验核心变量与残差之间是否相关，模型是否存在内生性）；不识别检验（检验这



是不是一个真的“好”工具变量，其他竞争性 IV 会不会更好）；弱工具变量检验

（检验工具变量的强相关性）；过度识别检验/证伪检验（检验工具变量是否“恰

到好处”的有用）。 

1.外生性检验（前定变量平衡性检验） 

具有不同历史特征的城市军队可能将士兵派往不同的战区，或者可能由于士

兵的基本条件或参军动机的变化而有着不同的死亡率。因此使用一系列的前定变

量（Pre-determined variables，先于当前周期之前已经确定好的变量，意味着和当

期误差无关）来检验士兵选派的随机性。类似于PSM或者DID里的Balance Test，

需要验证的是 IV 和这些前定变量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用以说明不会有一些来

自于城市历史或士兵个体的变量对死亡率造成非随机性的影响。 

如下图，其中第一行（黑色）是最简明的回归形式，第二行（蓝色）包括所

有的控制变量但不包括城市固定效应，最后一行（绿色）是最苛刻的形式，加上

所有控制变量与固定效应。我们可以看到，步兵伤亡率与前定变量之间的回归系

数基本上在 0左右徘徊，可以说它们在统计意义上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2.排他性检验 

前面的检验即使证明了步兵的伤亡率与各种前定变量和个体特征正交，IV

也可能是通过其他渠道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外生性得到满足，排他性不满足。 

可能的混杂因素太多了无法一一穷尽来验证排除，作者们就通过参考这方面

已有的实证研究，选择了过去学者们探索出来的最值得关心的混杂变量：一战时

的步兵伤亡率可能与退伍军人的直接右翼支持或民族主义情绪相关联。复习一下

前面的 Table1 就可以缓解上述担忧了。下右表的 4、5、6 三列，第一阶段回归

中，不论是否加入选民中退伍军人比率这一变量，关键系数没有明显变化。 

 

这里如何理解呢？假若工具变量真的通过这些其他渠道对被解释变量产生

了影响，那么我们预期回归系数会发生较大改变；反之，则说明原先基础回归中

的结果是稳健的。退一步说，哪怕真的存在工具变量不满足排他性的情况，只要

这种疑似的问题不够大，我们仍然可以使用此工具变量。 

3.安慰剂证伪检验 

如果步兵伤亡率作为工具变量是通过可感知的社会主义威胁起作用的，那么

在这种可感知的“红色恐怖”较弱的城市，理应不会观察到有更多的法西斯崛起，

否则本文的 IV 回归设计就不是逻辑自洽的。这借鉴的是准实验中利用“non-

treated”组做安慰剂检验（证伪）的思路，检验的是 IV恰好识别，没有过度拟合。

选择社会主义政党从未接管的城市的子样本，在这些对照组中，步兵伤亡率对法



西斯活动的影响很小且不显著，边际作用近似于 0。 

 

4.这确实是 IV而不是被遗漏的 X 

工具变量可能同时产生了对社会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的更大支持，也就是

说 IV 不是通过内生解释变量产生作用的，而是 IV 本就和被解释变量相关，是

IV直接影响了 y。 

 
作者们研究了两个主要的亲战政党，法西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在 1919 年

选举中的得票率，以及 1919 年至 1921 年期间建造的法西斯纪念碑的两项措施，

以这些变量衡量极右势力。与最上面一行显示的 IV 对 1919 年社会主义得票率

的影响相比，IV 与 y 的直接相关性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大多数系数仍然是近似

于 0，也就是说尚没有证据表明一战步兵伤亡率会直接促成极右翼的政权崛起。 



 

（六）2SLS与 OLS对比 

1.关键系数的膨胀 

如下表，在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之后，社会主义支持和法西斯活动

之间的 OLS 回归结果是非常小的（几乎可以认为等于 0），2SLS 的回归结果系数

膨胀了 7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即便社会主义催生了法西斯（本文想

验证的假设之一），1919 年社会主义得票率和第二阶段方程中的误差项之间存在

一个负相关的抵消作用（且强度很大），当我们关注社会主义得票率的整个变化

来源时，一些城市的选民更加右倾（法西斯的特征），投票给社会主义者的人数

更少，因此随后支持法西斯主义的可能性更大，也就是说 y 内生于这样的因素。 



 

本文的 x 与 y 之间存在符号相反的互为因果，捕捉到 x 对 y 正向系数的大

小会因为 y 对 x 负向系数而削弱很多，OLS 严重低估，侧面说明了工具变量非

常需要。 

2.贝叶斯过程* 

前面讨论过，我们需要找工具变量的原因在于 X 混杂了很多与扰动项有关

的东西，是内生的，工具变量是一种“过滤器”的存在，因此一个完美的工具变量

Z 与扰动项不应该相关，否则就起不到很好的“过滤”作用了。贝叶斯过程是用来

检验工具变量内生性严不严重的又一前沿方法。（SVS：socialist vote share, FC：

foot soldiers’ casualties），（2）是简化的真实模型。 

𝑆𝑉𝑆 = 𝛾𝐹𝐶 + 𝑣								（1） 

  𝑌 = 𝛽𝑆𝑉𝑆 + 𝑢						（2） 

𝑆𝑉𝑆 ∗= 𝑆𝑉𝑆 + 𝜔					（3） 

𝑆𝑉𝑆∗表示被我们观察到的/统计到的社会主义支持率，SVS 是真实的社会主

义浪潮， 𝑆𝑉𝑆∗是对 SVS 的一种有混杂的衡量（noisy measure）。 

𝜌!"# = 𝐶𝑜𝑟(𝑢, 𝐹𝐶) =？ ≠ 0	𝜌$%$# = 𝐶𝑜𝑟(𝑠𝑣𝑠, 𝑢) ∈ [−0.9, −0.1] 



根据前文分析，我们给这个负相关设定一个取值区间， 𝜌$%$#描述的是解释

变量 SVS 的总体内生性。定义本文的𝜅 = %&'($%$)
%&'($%$∗)

= +$%$!

+$%$!,+-! ∈ (0.5,1]，𝜅衡量

的是 OLS估计对真实情况的偏离程度，或者我们更熟悉的表达， 𝜎𝑤.	是测量误

差。 

我们再把	𝜌$%$#和𝜅看作是两个新的随机变量，(𝜅, 	𝜌$%$#	)表示这两个变量的

联合分布（是已知的，只是具体形式我们写不出来），𝜌!"# = 𝐶𝑜𝑟(𝑢, 𝐹𝐶)我们不

知道是多少，要通过贝叶斯过程得到估计量，只要我们能够给出(𝜅, 	𝜌$%$#	)的信

息（有的，设定了取值范围就是信息），在加上原本的样本的各种信息，通过机

器学习处理这些信息，就会给出一个𝜌!"#的估计值以及可信域。 

经典的统计推断都是把待估计的参数看作一个拥有固定值的变量，只是取值

未知，但我们总能得到一个值。而贝叶斯估计的思想是参数的值取决于一些先验

的信息和观察，它等于某些值相应的概率不一样。如右表， 𝜌!"#具体的估计值

都不为 0但很小，不是说不是固定值吗为什么我们看到的还是确定的数？如第一

行，右表得到-0.04 是一种类似于极大似然估计的计算方法，取这个值的概率最

大、估计出错的风险最小， 𝜌!"#会随机地落在[-0.10,0.20]这个区间，也就是说有

一定概率取 0。 

贝叶斯估计的原假设是𝜌!"#为 0。我们看到𝛼值会落在可信域里面，也就是

说原假设没能得到拒绝，即在一定的概率下 ， 𝜌!"#是有可能取值为 0 的，即通

过机器学习的贝叶斯过程，我们仍然能够比较有把握说明工具变量内生性问题不

严重，是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 

（七）稳健性检验 

前文的各种工具变量检验以及对两阶段回归的对比分析已经说明了本文数

据与模型的扎实，但作者仍然进行了其他稳健性检验。几种稳健性检验的方法都

很常规经典，就不赘述了（稳健性检验的回归表在正文中没有展示，详情可见

Fascism_20211214.pdf (silverchair-cdn.com)，包括替换变量的度量方式、增减控制

变量、改变一些固定效应等等。总之，稳健性检验再次说明了前面回归的可靠，

不改变已得出的结论。 

（八）机制分析 

https://oup.silverchair-cdn.com/oup/backfile/Content_public/Journal/qje/137/2/10.1093_qje_qjac001/1/qjac001_online_appendix.pdf?Expires=1653717736&Signature=edKR9GKwPcfZlvBajg3ym8g3ipnuyZQXRj6mBm0GmSGc9TbH6HYCdr03UrtoicsAlxtAr9u2IAthAFKnquCmC7OS0AWJ5veDH63B1osXSSpUXFRaOJOzCllq6OMreWgaRLImqkCca2xpGinUFsstv98JLTf6ZT0-F0taUQnl7mn~FV~JIPIywGkpmVYeMEgS9ZVoKP7BAn6wjz-~kYxqzwLUjOakFZmkkFHN8ULATyki0K9k9-Uyyqdl-2WOmnccQzf~vOJIMwnSTzeDhVqE8KToRPH1JWUrNzA2mcLRX~sfm30o6yONTzobkpN0uh5-IEMMD~X8Im64XFv3WQit6w__&Key-Pair-Id=APKAIE5G5CRDK6RD3PGA


1.可感知的“红色恐慌”（逐步回归的渠道检验） 

作者验证了 1919 年社会党得票率高和接下来一年各地方上社会主义的胜利

和农业罢工事件显著正相关，以此说明社会党在选举中的一次胜利带来了全国更

大范围（尤其是地方上）的“红色威胁”。这里有一个容易误解和混淆的地方：城

市社会主义支持率和农村社会主义胜利与罢工不是同一回事吗？为什么后者是

所谓的传导渠道/机制变量而不是前者的替代变量？ 

本文想要验证的逻辑在于社会主义选举占优（客观上的红色政权）带来一种

个体可以感知到的恐慌和不安才促成了对法西斯的广泛支持。比起城市，意大利

农村地区的政治参与度和民主投票积极性都不是很高，真正能够让普通人感受到

“红色”在身边的是具体的活动以及这些活动中社会党派有没有“赢”。 

 

进一步地，作者再用“可感知的红色恐怖”（local socialism activities）作为自

变量，分析其与法西斯暴力活动之间的关系。特别地，还使用 1919 年全国选举

中社会主义得票率的标准化值、1920 年地方选举中社会主义获胜的数量和农业

罢工活动构成的加权平均值构造了一个综合的 red scare index，各种结果都是类



似的，表明城市社会主义的浪潮扩散到农村和地方，然后带来可感知的红色恐慌，

进而催生了法西斯主义。 

 

 
2.社会主义的罢工运动激怒了地主与城市精英（调节变量检验） 

社会主义主导的许多活动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的动荡时期采取了罢工和革

命行动的形式，加剧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政权接管的恐惧（恶化自己的生活状态)，

这种情绪尤其出现在地主和精英阶层中。加入地主是否结成联盟协会的 dummy

和社会主义支持率的交互项，当因变量是法西斯暴力活动、法西斯党支部数量和

法西斯在 1921 年选举得票率的时候，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地主结盟会

进一步强化社会主义浪潮催生法西斯政权的正向关系。 



 

在城市中则主要是精英们（定义为专业技能人员、白领和店主）的力量起作

用。将这些人口比例引入交互项，此时替换了因变量为法西斯党派是否得到过大

额的资助这一 dummy。结果显示，单独的社会主义浪潮与法西斯得到资助之间

没有明显的关系（系数是正的不过不显著），但加入精英变量，会显著增加法西

斯得到大额资助的概率。也就是说，城市精英阶层的存在和社会主义浪潮共同起

作用，导致了法西斯势力的崛起。 

 

3.进一步讨论：法西斯党的选票从何而来 



首先，给法西斯投票的人多了是因为总体选民规模本就在扩大，大家的政治

参与和投票热情提高。所以法西斯支持者存在一个“自然增长率”。 

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其他政党支持者的转投。可以看到，一战伤亡率→社会主

义崛起→天主教民众党投票率降低、传统右翼保守党得票率也降低。根据估计得

到的系数，作者们代入各变量取值计算了因一战伤亡率造成除社会党之外两党选

民减少的数量的拟合值。 

（九）竞争性解释 

作者们（也可能是审稿人）指出，衡量 20 世纪 20 年代意大利的“国难”的不

仅是一战时士兵的伤亡率。 

作者考虑了席卷整个欧洲的西班牙流感（用超额死亡率表示）和当时的大干

旱（用降雨量表示），分别考察这两个变量与社会主义浪潮之间的关系，以期探

索是否是由于这两个原因带来的苦难和动荡导致了各种社会主义运动。这个部分

其实也是对 IV 的再次 argue，和战争类似，疾病与气候同样外生和随机，那么它

们会不会比本文的 IV 更好更合适呢？ 

流行病与干旱和社会主义支持率正向关联，但第一阶段 F值很小，且如果用

它们作为 IV，第二阶段回归均是不显著的。也就说它们不会是比一战伤亡率更

合适的工具变量，不能否认二者是一部分差异和随机性的来源，但和后续法西斯

崛起之间没有明显关系。 



 

（十）中长期效应讨论 

1.中期效应：驱逐犹太人 

历史事实是，大约 9000 名犹太公民和难民在二战即将结束时从意大利被驱

逐到各个集中营。此外，反犹太法于 1938 年首次在意大利出台，禁止犹太人就

业和上大学。 

在这个部分，作者使用了与前文基本一致的估计方法与控制变量，只是把结

果变量换成了某地是否发生犹太人驱逐事件（dummy）和被驱逐的犹太人比例。

在所有模型设定情形下，我们发现当地的法西斯活动（由 1924 年法西斯的选票

份额代表）和犹太人被驱逐之间有着显著的关联，且系数还比较大。 



 

2.长期效应：持久的政治影响 

在 1924 年法西斯党的支持率对往后几乎所有年份选举中的中右翼（天主教

民主党）得票率都有一致的、显著的负效应。在 1946-1979 的选举数据全样本中，

系数估计值为-0.60（标准误=0.24），这意味着对法西斯党的支持率每增加 10 个

百分点，平均意义上会使得未来 20 年至 50 年中右翼的得票率下降 6 个百分点。

在某个单独年的子样本回归中也有着类似的结果，也就是说，曾经极右政权（法

西斯）猖獗的地方多年后中右翼（天主教党派）的政治威信更低。 

作者尝试解释：20 年代法西斯在选举中胜出，当年的中右党（他们的政治主

张其实和法西斯党比较接近，只不过没有他们那么激进）作为法西斯的输家，这

损害了他们长期的声誉，削弱了选民对该党的信任，因此在二战之后几十年的选

举中都更少地为他们投票。 

 



 

 

五、结论与启示 

（一）基本结论 

本文重新审视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对历史的回顾和量化分析表明，

法西斯党的崛起根源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社会主义的感知威胁，这使得许

多地主、企业主、精英和中右翼选民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转而支持法西斯，以期

望来对抗社会主义党发起的活动甚至潜在的革命。 

我们可能认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就像德国的纳粹主义一样，是一二战那

个时代所特有的，当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威胁式革命对许多人来说是真实

存在的，现在不可能让法西斯重返舞台了。那么我们回望这种“过去的故事”有什

么意义？作者认为本文的机制也许能够引起我们的思考：不同处境中的人会感知

到不同的威胁和恐惧，例如破坏性的变革或移民浪潮，可能会在扩大其势力和影

响力的同时导致极右翼政治运动的发生。在诸多不确定性交织的当下，这是值得

我们关注的政治现实。 

（二）文献述评与个人体会 

1.本文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首先，这篇文章对历史重新审视，研究视角很新颖，故事讲得引人入胜，叙



述的方式对读者很友好，行文也看起来相当舒服。 

第二，本文扎实的实证令人佩服。原始数据有很多是来自陈旧的报纸，作者

（当然应该也包括这项 project 的助研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收集整理数据，

这种耐心的科研态度确实了不起。各种看似简单的检验都有严谨的统计学与计量

依据，并且借助了机器学习的技术。 

2.向本文提出的疑问 

第一，这篇文章的机制分析不太能说服我。可感知的红色恐慌（perceived red 

care）是几位作者首先提出的，听起来好像很创新也很有道理，但实际上他们的

验证太曲折、中间链条很绕。城市的社会主义兴起→地方上（农村）各类罢工运

动→法西斯活动，直接用简化的变量和回归，因果关系并不清晰。 

第二，中长期效应分析略显普通。我觉得驱逐犹太人就是属于（广义上）法

西斯暴力活动的一部分，不是所谓的中期效应；而长期政治影响那里，结果明确

显示中右翼的得票率和法西斯崛起之间是负相关的，但内在的含义作者没有解释

太清楚。此外，在不同的政治语境下，中右和极右的区分是比较模糊的。如果真

的是要探讨会不会对立场不同的政党的影响，应该去分析更明显“对立面”的左

派或中左党派，可惜并没有看到有显著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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